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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与工业发展 

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农业体系的差异对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
意味着什么？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史凸显出内卷化农业的两大主要涵义：家庭农场对节约劳
动的资本化与农业规模效益的抵制，以及类似的家庭农场的手工业生产对“原始工业”和
现代工业中节约劳动的资本化的抵制。 

（一） 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农业的抵制 

我们知道，内卷体系的一个后果就是排挤掉畜牧业，从而也消除了单位劳动上更多的畜力
畜肥形式资本的投入。内卷农业可以造成这样的境况，即人力的使用变得比耕畜更经济，
以至于畜力使用的目的不是节省人力劳动，而只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无
论是因为生产周期中的工作强度，还是由于时间紧迫所致。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长江三角洲农业只能一步步走上劳动密集化和内卷的道路，而不存在
走向节约劳动的资本化道路的可能性，而只是说哪条道路更为可能，哪条道路更为艰难。
在劳力如此廉价以至可取代资本以减少成本的情况下，提高单位劳动资本化程度的激励何
在？ 

近年来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历史有具启示性。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当现代机械化革命
（主要是拖拉机的使用）以及化学革命带来的化肥使用降临到长江三角洲农业时，该地区

的农业生产仍旧沿袭着劳动密集化的内卷的道路而没有出现相反的情形。60年代中期拖拉
机引入长江三角洲，其主要作用是实现在第一茬“早稻”后再种第二茬“晚稻”，发展更
趋内卷的三熟制（水稻——水稻——小麦）。拖拉机之所以带来这一变化，是因为它使在
收获早稻与栽插晚稻间的短短数天内完成犁地工作成为可能。正如农民不假思索就指出
的，二茬水稻的增加要求相当于头茬种植所需的劳动投入（以及肥料投入），但二茬作物
的产出却有减少。结果，现代农业革命带来收成三倍的增长，伴随的却是劳动投入成四倍
的增加。后者系农业人口翻了一番以及对妇女从事农业劳动的充分动员——从占农活的

15%增加到35%——40%，加之年劳动日数量的增加所致——据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就中国整体的估计，从1957年的161天增加到1976——1979年的262天。结果，
即使在长江三角洲这个中国的最“发达”地区，农村单位劳动日收入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

态。[1] 时至今日，农业收入低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 

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小家庭农场对大规模（资本主义）耕作的排斥。家庭是最能适合内
卷经济的生产单位，事实上是其中枢所在。妇女、儿童和老人可以被吸纳到那些劳动力市
场中男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当中。再以家庭布匹生产单位为例：纺纱的报酬仅为种田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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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3到1/2，因而是成年男性工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家庭生产单位可以通过家庭成员机
会成本很低的辅助劳动来吸纳此类“副业”。这一事实，实际上使得它比使用雇工的以工
资劳动为基础的大“资本主义”农场——劳动成本较高——更具竞争力。由于运作成本较
低，家庭农场事实上得以维持比资本主义农场更高的地租，亦即因此更高的地价，从而挤

除了后者。结果自17世纪以后，明代早期曾经存在的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场在长江三

角洲消失殆尽。[2]  

小家庭农场的盛行排除了引入诸如18世纪的英国农业那样的规模效益的可能性。农作物生
产以及农村手工业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及个体农户维系在一起，而单位劳动的畜肥畜力投
入被降低到最低水平。这与英国拓展了的圈地农场以及农牧业的结合构成了非常鲜明的对
照。而彭慕兰却对此熟视无睹。 

这并非说诸如长江三角洲这样的农业体系就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日本就是

很好的例子。日本的前现代农业劳动密集度同样很高，但整个18世纪那里基本没有出现人

口增长，这与中国增加不止一倍的人口大相径庭。[3] 而且，20世纪上半期那里的现代农

业机械与化学革命是在农业劳动人数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实现的。[4] 结果农场劳动生
产率通过增进单位劳动的资本化而得到大幅度提高，随之农业收入水平也得到改善。 

在目睹了现代农业革命的成果大都被人口增长所“吞噬”之后，今日中国必须探索一条不
同的道路。中国农村走出的一条特色道路就是“农村工业化”，即是以村庄和城镇为基础
的现代工业（不同于传统手工业）的广泛发展，它最初始于一种废品旧货工业和对城市货

物的劳动密集加工，但经过20年的发展也有了推进劳动生产率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从1978
年到1997的20年间，这场农村“集体”部门的工业化保持了19.3%的年平均增长率，最后

其生产总值超越了强大的国有工业20%。[5]  

在这一过程中，被“乡镇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总数达到1.29亿之多。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
量，这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然而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改变中国总的农业就业实质上

的低水平，因为这一时期劳动力总数的增加超过了非农就业的人数。直至1991年，中国农

业就业人数持续增长，从农村工业迅速扩展前夕的1978年时的2.85亿，增加到最高峰3.42
亿。只是到1991年以后才停止上升，1994年以来浮动在3.2亿左右。[6]  

结果，尽管农村工业化在东南沿海等最发达地区导致了明显的“去内卷化”以及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但大多数其他地区仍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不过，摆脱内卷的途径已经非
常清晰地展示出来。农村工业企业及其他企业的持续发展，与中国人口总数长期趋势的遏

止与扭转（通过前2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尽管在农村由于儿子养老问题而进行了

必要妥协）相呼应，理应带来农村经济的“去内卷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  

（二） 对节约劳动的农场工业资本化的抵制 

从农村手工业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逻辑，即内卷对资本化的抵制。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徐
新吾的有关研究深刻地揭示出这一涵义。在多个研究小组和几十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之上，

他出版的资料集以及对江南土布业的系统分析被公认为目前最为权威的。[8] 徐表明，三个

锭子的脚踏纺车在长江三角洲18世纪时就已经出现。这种技术先进的纺车，其工作效率是

单锭纺车的两倍。然而，它并未在长江三角洲真正流行开来，甚至直到20世纪初期，它也
只是局限在三角洲最东端的几个县（清松江府东部棉花种植最集中的地区，而没有在该府

的西部，或者苏州、常州、嘉兴、湖州府，也没有在太仓州）投入使用。[9] 道理仍然很简
单：便宜的家庭辅助劳动投入此类副业，使得装置价格较高的多锭纺车不划算。三锭纺车
必须基本由壮年人操作，而单锭纺车则可以由老人孩子来操作。这样一来，继续在两台单
锭纺车上使用两人纺纱，比购置一台三锭纺车并只能交由一个人操作要更加经济。因此，
三锭纺车只局限在三角洲部分地区使用。 

然而，彭慕兰又一次完全无视徐新吾的研究所展示的这些基本事实。于是，他设想，成年
纺纱女工全都使用三锭纺车，只有那引起无力操作脚踏轮的“非常幼小的女孩”才使用单
锭纺车。以此为基础，他选取三锭纺车和单锭纺车产纱量的中间值而得出了他认为的平均

日产出，一举把18世纪纺纱工的一般产出夸大了50%，尽管徐新吾已经表明在长江三角洲
三锭纺车的使用非常有限。这是彭慕兰对布匹生产中相对于纺纱的织布所花费时间以及商
品纱流通程度的误解以外所犯的另一错误。由此他认为长江三角洲妇女参加棉花生产的所

得超过了男性农业雇工，按他的话讲：“她的生存之外的剩余是男性农业雇工的1.6倍到3
倍。”尽管他知道并且也承认纺纱这一棉花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工作，仅仅能提供“一

个成年妇女生存所需的一半”（第102、320——321页）。 



在这里，彭采用的价格数据取自各种二手文献。那引起数据实际上针对的是不同等级的棉
与布，而且地区各不相同：或为长江三角洲最东部的几个县，或为整个长江三角洲或华
北，或全国。虽然这些材料有助于揭示价格变动的长期趋势，但在估计农民收入方面几乎
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些材料缺乏内在一致性，而且它们大都是城镇里商人所得的零售价
而非农民所得到的价格。然而彭慕兰却将这些散乱矛盾的数据组合起来，以得出他想要的

貌似合理的结论，即妇女纺纱织布的年收入为 7.2石到9.3石稻米，因而远远高于维持一个

成人生存基本的粮食需求（约3石），并且是男性雇农收入为的“1.6倍到3倍”（第316—
—323页）。相形之下，徐新吾的权威性研究没有采用可疑的价格数据，而是在了解基本

生产状况的前提下估计每匹布（需要工作7天）的收益为0.1石，亦即70天工作的收益为1.0
石[10] ；按彭慕兰估计的每年工作210天这一数字计算，则工人的年收入为3.0石。彭慕兰
完全忽视了徐的估计。 

另一个问题是长江三角洲家庭农场的家庭工业与英国“原始工业化”之间的区别。正如戴

维·勒凡（David Levine）所示，英国的原始工业，因其给农民提供了可以替代耕作的就业
机会，从而真正改变了人口模式，促成早婚和高结婚率。结果人口有了实质性增长，这一

模式的典型例证就是塞普塞德（Shepshde）社区。勒凡的假设后来得到剑桥人口与社会结

构中研究小组(Cambridge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and Social 
Structure )的证实，这项认证基于对404个教堂记录的严格而精确的使用。[11]  

然而，长江三角洲的家庭农场手工业却没有导致人口行为的任何剧烈变化。在徐新吾的资
料中可以找到解释：对农民们而言，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手工业实际上从未成为一种耕作之
外的替代性选择，而始终是作为耕作的补充的“副业”活动。原因不难找到：如上所示，

纺纱是新的生产活动最大的部分，占去每匹生产所需7天时间中的4天。此项工作的报酬非
常之低，仅仅有提供成年妇女大约一半的生存所需。即使再加上报酬较高的织布，一个纺

织工的年收入也只有3石稻米，刚够满足一个人的粮食需要而已。这样一来，要维持一个家
庭，布匹生产本身并不能成为耕作的可行替代。长江三角洲农户一般生产型式是把粮食生

产、棉花种植与棉手工业结合起来。正如我在1985上的著作中阐述的，对于挣扎在生存边

缘的农户而言，这一型式就好比一个人靠耕作和手工业两条拐杖支撑着谋生。[12] 农作的
低收入意味着农民必须靠手工业收入的补充才能维持生存，反之亦然。 

大量证据表明，种地与手工业提供给农户的不是可以相互替代而是互补的生存资源。[13] 
我只征引两个特别有说明意义的当时的论述。第一个出自18世纪中期的无锡县，该地是长
江三角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锡金识小录》记载： 

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及还租已毕，则以所余米舂白而置于囷。归典库，以易质衣。
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则又取冬衣易所质米
归……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故吾邑虽遇凶年，苟他处棉
花成熟，则乡民不致大困。 

缫丝情况也是一样。正如17世纪名儒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就三角洲南部的嘉兴所
言： 

崇邑（嘉兴府崇德县）田地相埒，故田收仅足民间八个月之食。其余月类易米以供。公私
仰洽，惟蚕是赖……凡借贷契券，必期蚕毕相尝。即冬间官赋起征，类多不敢卖米以输，
恐日后米价腾踊耳。大约以米从当铺中质银，候蚕毕加息取赎。 

由于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所以毫不奇怪，类似英国塞普塞德地方的
演变逻辑难以在长江三角洲实现。在那里，原始工业逐渐提供了独立于耕作的就业机会，

从而使子女得以在继承农场前结婚。据斯考菲尔德（Schofield）研究，18世纪英国人口的

增长，主要是平均婚龄沿着勒凡揭示的逻辑从约26岁降低到24岁的结果。[14] 相反在中
国，由于家庭工业作为农场收入的补充而与之紧密地维系在一起，所以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真正的变化。 

内卷的家庭手工业对于现代工业发展的意涵，在以往研究中已经得到详细记录。手工织业

20世纪仍顽强地存在。甚至直到1936年，手工织品仍占有中国布匹消费总量的38%
[15] 。手工织业之所以能够抗衡劳动生产率4倍于己的机织，全赖其低成本的家庭劳动。

[16] 与此不同，在纺纱业中，手工纺纱与机纺的劳动生产率之间1：40的悬殊差距挤垮了
手工纺纱。因为在这样一个比率上，纱价已经降至与皮棉价格非常接近的水平，即使依靠



低成本的辅助家庭劳动力，手工纺纱也难以存活。[17]  

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农村家庭工业与18世纪英国原始工业之间的不同，也延伸到两地不同的

城市化历史当中。那时候的长江三角洲兴起了一些新的棉、丝加工和销售的城镇[18] ，但

与瑞格里描述的英国城市化不可同日而语。据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估计，1843年
“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人口（有2000以上的居民生活的城镇）只占7.4%。[19] 这与瑞

格里的数据形成尖锐的对比，到1801年，英国已经有27.5%的人口生活在5000人以上的城

镇中。[20]  

原因显而易见。长江三角洲没有像英国那样经历过农业革命，而正是英国农业革命使食品
供应增加以满足大量非农人口的需求成为可能，进而原始工业化逐渐地越来越以城镇为基
础，而不再束缚在家庭农场。农业革命与以城镇为基础的原始工业化乃是瑞格里所示城市
化的基石。 

据詹·德·弗雷斯（Jan de Vries）的研究，这种“新型城市化”应与前近代的城市化模式，

即古老的大型行政—商业城市（拥有4万以上的人口，包括巴黎和伦敦）的成长区分开来。

新型城市化主要发生在较小的城镇和城市（规模在5000——30000人之间）。在德·弗雷斯

看来，这是一个始自约1750年的波及全欧洲的现象。从1750年到1800年，生活在大都市

的欧洲人口保持稳定（这一阶段仅增长0.2%），而小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却突增了4倍。

[21] 瑞格里提练了德·弗雷斯关于英国的数据和讨论，用以揭示这一“新型城市化”首先而

且最主要的是一个英国现象，它可以溯源到1670年前后以来城镇的兴起与拓展。[22] 而中

国则要到20世纪80年代现代工业在农村得到发展，才经历这种蓬勃的小城镇的兴起。[23]  

“勤勉的革命”？ 

德·弗雷斯在回顾过去20年来研究欧洲经济史的成果时，特别指出四个卓有成就的领域：首
先，工业革命之前一个世纪里发生的农业革命；其次，上述勒凡、瑞格里以及斯考莫菲尔
德等提出的那种人口转变；第三，“新型城市化”，它建立了“工业增长得以发生的区域
经济发展框架（而不是该工业化进程的产物）”；最后，原始工业化，它提供了吸纳妇女

儿童劳动力的亚就业机会并导致上述人口变迁。[24] 这些聚起来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德·弗雷
斯所说的“早期近代史研究者的反叛”；他们将工业革命的根源追溯到近代早期，从而拓
宽了我们对工业革命的理解。 

德·弗雷斯进而提出了“勤勉的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这一假设，意在上列成果
之上树立第五个新认识领域。首先，这一模型旨在解决由较低平均工资而较高总消费有关
的证据所提出的经验难题。他认为，妇女儿童以较低的平均工资参与生产但却增加了家庭

总收入。由于妇女儿童以及男人们在农村和城镇从事非农工作，一方面18世纪“勤勉的”
农户向城市供应了更多的农产品，另一方面他们也对城市商品有了更大的消费需求。特别
是消费方面的变化，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做好了准备。换言之，这场“勤勉的革命”及其所
引发的消费变化（或称为“消费革命”），与“早期近代史研究者的反叛”提出的其他变
化一道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 

德·弗雷斯假设的意图和内容既然如此，那么，彭慕兰把长江三角洲的情况跟德·弗雷斯

“勤勉的革命”等同起来的企图就不能不让人莫名其妙了，因为19世纪的中国毕竟没有发

生需要我们去解释的工业革命。然而彭却意欲为之，其思路与王国斌（R. Bin Wong）较早

的简要论述如出一辙。[25] 在他们看来，基于妇女儿童的就业以及平均工资的降低，两个
地区情况雷同是很显而易见的情况。因此他们主张，我所提出的长江三角洲的内卷实际上

应该理解为德·弗雷斯的“勤勉的革命”。 

然而，要想将两者等同起来需要做一系列相当复杂的论辩。首先，必须从18世纪的欧洲历
史中去掉“革命”部分，否则就不能把它与中国等同起来。因此，彭慕兰抹掉了农业革命

和新型城市化。尽管德·弗雷斯在论述勤勉的革命同一篇文章中着重提到这两大变迁，彭对
它们却只字未提。其次，必须使欧洲原始工业化看起来纯粹是内卷的而非革命的，以使其
看起来与长江三角洲更为类似。于是，彭慕兰将勒凡的重要著作缩减为对没有出路的内卷

式变化的简单论述（第93页），忽略了勒凡的主要贡献。根据勒凡揭示的逻辑：原始工业
化创造了城镇就业机会，使早婚和更普遍的婚姻变得可能，进而改变人口型态，并为工业
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彭慕兰把勒凡的“初生资本主义”论题置换言之成只是内卷的论

点。这样，他试图把“革命”从德·弗雷斯的“勤勉的革命”中剔除掉。 



通过对12—17世纪内陆的南部“低地国家”（即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总称）与沿

海的北部“低地国家”的比较研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已经对内卷型和资
本主义兴起型的原始工业做了非常清晰的区分。就前者而言，手工业仍与小农生产联系在
一起，主要是一种通过收入递减的内卷型生产而维持生存。就后者而言，它逐渐与耕作分

离开来，完全趋向市场和利益，并预示了资本主义的到来。[26] 彭慕兰完全忽视了荷兰及
英国手工业的革命的一面。 

接着，为了自圆其说而且不至于太背离德·弗雷斯的主题，彭意识到他必须提出长江三角洲
妇女纺织者拥有高收入，因此，出现了我们在前面讲过的数据拼凑。他以为有必要把长江
三角洲塑造成一个比实际情况更为市场化的环境，因而想像出违背事实的高度发达的棉纱
市场，以及长江三角洲纺织者对三锭纺车的普遍使用——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仍在使用单锭
纺车。最后，他在此基础上剪贴出了一个所谓典型的妇女纺织者肖像，她挣得的工资竟然
几倍于男性农业雇工。 

不出所料，彭著避开了为什么长江三角洲没有出现类似欧洲的城市化这一问题，尽管拙作

中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忽视了英国原始工业化的革命的（revolutionary ）方面

与内卷的(involutionary )中国小农家庭工业之间的重要差别：前者逐渐成为一个城镇现象；
后者则基本上只是家庭农场的副业。前者促成了“新型城市化”，而后者则依然主要是农
村的现象，即使在长江三角洲也是如此。 

虽然极度扭曲了德·弗雷斯的论题，但彭慕兰还是想效仿德·弗雷斯同时关注消费以把需求

经济学整合进来，尽管他并不把这些变化看成是革命性的。所以，他在第3章中只是试图简
单地论证在消费方面中国和英国并无实质区别。与前面所讨论的其他论题一样，这里他想

做的是尽量使18世纪英国及欧洲更趋向内卷而非革命，以使之能与中国等同。同时，为了
使长江三角洲可以与英国及欧洲等同，则尽量使长江三角洲显得不像我主张的那样趋于内
卷。 

首先，他忽视了德·弗雷斯和其他学者提供的证据，这些证据记录了17、18世纪不只是城镇

而且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消费型式的巨大变迁。德·弗雷斯本人根据遗嘱检验法庭的记录研

究了荷兰共和国的弗理西亚群岛(Friesian Islands)的农民。如其所言，这些农民“逐渐购置
了各种‘城市商品’——镜子、油画、书籍、钟表，并逐步提高了家具的质量”。遗嘱记
录表明，“大橡木柜子取代了简单的木制储藏箱，陶器以及（荷兰）代尔伏特精陶

（delftware）取代了罐子及木制碗碟。窗帘在16世纪时似乎还无关紧要；到1700年则已经
很普及了”。此外，“银器展品的收藏越来越多，包括羹勺、水瓶、《圣经》书钩以及男

女个人的装饰品。”[27]  

劳娜·韦泽利尔(Lorna Weatherill)的著作表明英国存在着基本相同的形式。该书处理了3000
件法庭检验遗嘱记录，范围包括8个地区的城镇乡村。她的“关键”物品清单和德·弗雷斯

的类似，包括书籍、钟表、镜子、台布、以及银器。她证明，在1675—1725年间，这些东

西在乡村人口越来越普及。[28]  

正是在这些证据基础之上，德·弗雷斯提出了“勤勉的革命”说：妇女儿童加入就业行列扩
大了农产品向城镇的供应，增加了家庭收入剩余，并提高了乡村对城市商品的消费。我们

可以这样说：这（“勤勉的革命”）导致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论述的典型城乡交

换，在斯密看来它将会引发二者的螺旋式经济发展。[29]  

所有这些彭慕兰都置之不顾，相反他要独自去论证英国和长江三角洲（以及欧洲和中国）
在消费方面的等同。他用大量篇幅讨论茶和糖的消费，而实际上与粮食、棉花、棉布、蔬
菜、盐、肉及食用油（这里按它们在家庭账目中所占比例排列）比较起来，这些东西在农

民家庭支出中只是很次要的。20世纪的实地调查表明，茶与糖合起来只占长江三角洲农民

全部购买商品的5%（第117—223页）[30] 彭慕兰考虑的关键项目是棉布消费，这的确是
非常重要的。但是他进行了一项极具有误导性的比较：他的主题是消费，但在对英国与长
江三角洲做布匹比较时却转换成平均产量。这使他在英国和长江三角洲之间找到了大略的

对等：长江三角洲每人平均生产14.5磅棉花和2.0磅蚕丝，而英国在1800年每人大约12.9
磅（棉花、羊毛及亚麻）。他给予读者的印象是平均消费接近于这个水平（第138页）。

然后，彭试图对全国平均消费进行估计。他令人难以置信地认为，中国在1750年的棉花产

出已经相当于1870年或1900年的水平。而1750年的人口较少，因此这一年的平均棉花消

费必定是后来的一倍。在此基础上，他得出每个中国人年均消费6.2—8.0磅 的数字，而英



国为8.7 磅，法国为6.9磅（第140—141页及附录F）。尽管他在前面提到了“每平方英尺
亚麻和羊毛通常较棉花为轻，把这几种纺织品混同起来与中国比较会出现偏差”，但他而

是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的纺织品消费总量大致相当于18世纪中后斯的欧洲”（第

138、142页。） 

这里彭慕兰再一次无视普通常识。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棉花布匹的主要输出地，正所谓“衣

被天下”。一个平均拥有7.5亩土地并把其中20%—50%（亦即1.5—3.75亩）种植棉花的

农户，可以生产40—112.5斤皮棉（每亩30斤），这些足够生产34—85匹布（每匹布需皮

棉1.32斤，见本文附录）。我们知道，长江三角洲农民棉花种植高度集中的原因，是严重
的生存压力之下 要尽可能把单位土地的产出最大化，进而用棉花和布交换粮食来维持家庭

生存。根据徐新吾的估算，在松江府棉花生产最为集中地区，农民出售掉70%—90%的棉
花与布匹，主要向中国其他地区输出。因此，将他们的生产与消费混同起来完全是误导性

的做法。按照彭慕兰的数字与看法，长江三角洲农民每年会消费超过10匹棉布以及2匹丝
绸，这可是足够裁制十多件新棉衣以及两件丝绸衣服的！ 

徐新吾的数据表明，帝国主义进入中国之前全国的棉布消费平均约为每人1.5匹，即2斤皮

棉（2.2磅），再加上人均0.6斤（0.66磅）棉絮。由于棉花总产增加、机纺棉纱的大量流
通以及较之土布而言机织布的不耐穿（根据徐的资料，土布可穿三年而机织只能穿两

年），这一数字到1936年增加到人均两匹。在精确可靠的1936年数据基础上，徐提供了

1840年、1860年、1894年、1913年、1920年以及1936年的详细估计。[31] 在我看来，

他的描绘远比彭慕兰假设的1750年产出与1870年和1900年相当来得可靠，因为彭根本没

有任何一年的可靠数据。为什么人口增长在1800年以后对布匹消费构成巨大的消极影响，
而在此之前却产生扩展性的影响？急于提出自己观点的彭慕兰，竟连他所倚重的李伯重也

加以批驳（第332页）。他批评李过多依赖徐新吾，并引吴承明编的书支持他的观点，却

没有意识到徐本人就是吴所编书中棉花一节的作者。[32] 当然，徐的数字表明全国人均纺

织品消费只有彭慕兰所提数字的1/3到1/2。 

关于中国人消费的其他方面还少有系统的著述。彭慕兰参引的方行1996年的论文是首批严

肃研究此问题的尝试之一。方行颇具创新意义地使用了三本来自17世纪和19世纪的农书。

[33] 他的意图是要论证长江三角洲生活水准从17世纪早期到18世纪有实质性的提高。他采
用了每年人均消费两匹布的合理数字，在这期间没有变化，有关生活水准提高的论证主要

集中在“副食”（主要是肉、鱼和家禽）消费的增加。他认为，17世纪食物花费占家庭总

收入的76%，而在18世纪占到83%。这是由于副食消费增多，而粮食消费则基本保持稳定

（前斯为55%，后来为54%）。所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农民在比较多的节庆期间消费肉、鱼

以及家禽。而在过去，农民只在诸如新年这样几个有限的节日里才有这类消费。到18世
纪，长江三角洲农民每年以这种档次来庆祝的节日约20天。即使如此，方承认有证据表明
存在某种降低，即粮食消费从农民只食用大米这种价格较高的“细粮”变为混合消费大米

（60%）和大麦及大豆等价格较低的“粗粮”[34] .方所论证的小额提高，我认为在长江三

角洲内卷体制下是可能的，但它决不是德·弗雷斯所谓“勤勉的革命”中勾勒的那种变化。 

在与欧洲的消费进行比较之前，我们还需要就中国的消费做许多研究。中国人的分家单，
再辅以地方志的仔细搜寻，也许可能提供类似于欧洲的遗嘱检验记录关于耐用品继承那样
的信息。但更为重要的也许还是方行所强调的粮食、副食品以及衣服等日用品的消费。另
一重要的消费品可能是燃料。对长江三角洲农民来说根本就没有取暖的燃料可言，只有用
于炊事的稻秆。用煤取暖是罕见的事情，而木柴取暖也只是极少数人的奢侈享受。这与英
国的差异之大应不亚于肉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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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Huang, Yangzi Delta,pp.236——241、黄宗智《长江》第238——242页、P. Huang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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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作的华北平原很不一样。那里的家庭生产单位没有像长江三角洲地区那么高度彻底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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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Huang North China ,pp. 90——95，72——79；黄宗智：《华北》，第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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